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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淮系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看群舒的来源
———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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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群舒是先秦时期活动于江淮地区的古代族群，研究这一族群是江淮地区先秦民族史的重要内
容。群舒的来源是该研究中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零散，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方法不能对群
舒的来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分析群舒的来源，应从淮系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入手。文章梳理了
学界对于淮系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群舒文化与淮系文化各支系的相互关系，对群舒族群来源
提出了新观点:群舒族群应主要来源于当地居民，而这些居民的组成则与史前时期淮系居民的迁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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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Ethnic Origins of Qunshu According to the Ｒegional Systems of Huai Ｒiver Basin Culture
———Ｒeview and Ｒethink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ZHANG 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Qunshu was an ancient ethnic group living in Jianghuai region in Pre － Qin China． Qunshu research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Pre － Qin ethno history of Jianghuai region． Unfortunately，due to the missing and mixed historical records，the
study of the important issue about the ethnic origins of Qunshu is difficult to be addressed deeply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the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study． In this work，the researches on the regional types of Huai river basin culture are review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ethnic Qunshu were mostly locals who consisted of neolithic Huai river basin migrants’prog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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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舒是先秦时期活动、迁徙于江淮地区的一支族群，
是江淮地区以及淮河流域古代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群
舒研究也是江淮地区先秦民族史、南北方民族关系史中
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群舒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学的梳
理、辨证，但由于文献材料的缺失、散乱，对于群舒族源、
族属的探讨一直停滞不前。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淮河流域为中心、广泛分布
于黄河和长江干流之间的广义“淮系”文化区内发现了
大量新石器至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存，许多学者运用这些
资料开展了一系列不同空间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提
出了“淮系文化”的概念，并对淮系文化区南北间、东西
间文化关系与差别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笔者认为，
以群舒族群为主体所创造的群舒文化是先秦时期淮系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群舒的来源可以从淮系考古学
文化区系类型的系统研究入手，通过对淮系文化区系的
梳理，构建淮系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运用考古学文化因
素分析法探讨淮系文化各支系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尤其
注意历史文献记载的群舒活动的时空———安徽江淮间的
周代考古学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推定群舒文化的性质，
从而对群舒族群的族源、族属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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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文梳理了淮系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并在此基础
上对群舒族源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群舒族源的历史学争论
《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偃姓，皋陶后裔。”
皋陶为东夷首领，《帝王世纪》载:“皋陶生于曲阜，曲阜
偃地”，所以群舒一般被认为来源于东夷。胡嘏认为舒
与徐、莱、终黎等同为东夷向淮河流域迁徙的分支①;陈
立柱也认为群舒为山东泗水地区的夷人迁居至淮河流域
所形成的②;李国梁亦从青铜器研究的角度指出群舒故
地一些铜器的演变似与山东齐国同步③。
由于“偃”、“嬴”读音相近④，有较多学者据此认为
群舒来源于嬴姓的徐，又引发了徐舒同源、异源之争。徐
中舒认为:“春秋淮南之地有群舒之国……皆徐之别封
也”⑤;徐旭生也说“群舒就是说群徐”，认为舒是从徐方
分出来的支部⑥;谭其骧、陈秉新⑦、唐嘉弘⑧等学者都
持此看法。王力则认为“偃”、“嬴”二字从古文字上来说
相距较远，并不能定为同源字⑨，持徐舒异源者也大多引
用此观点;李白凤认为“荆舒是惩”的“舒”是“ ”字的
异写，指的是“徐”，与群舒的“舒”不同瑏瑠。
也有较多学者依靠考古材料对文献学研究进行验证
及补充，如王迅认为“徐国铜器与群舒故地出土的铜器，
在器形、花纹等方面，也存在着共同特征”瑏瑡;曹锦炎指出
“徐人取舒”显为两国无疑，根据出土铜器铭文，也证实
了徐舒两字之不同瑏瑢;何仪琳则对楚简进行古文字学研
究，提出徐与舒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地域
范围瑏瑣;张钟云对徐舒青铜器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从青
铜器来看，徐舒同源的论断也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瑏瑤;
郑小炉根据徐舒青铜器判断“显非一族之器”，但存在十
分密切的联系，并且与鲁东南地区文化有一定关系瑏瑥;舒
洁也根据徐舒青铜器的形制和铭文研究，认为徐舒并非
同源瑏瑦;孔令远指出“徐舒之间在文化上有着极其密切的
关系，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并赞成
“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一说瑏瑧。
综上所述，依据历史文献学的梳理、钩沉，关于群舒
来源有“徐夷说”和“东夷说”两种看法。徐本为东夷分
支，居于淮水，又与淮夷关系密切，一度包含于淮夷，而群
舒地处江淮，被认为属南淮夷的一支。所以，群舒来源问
题实际上是群舒与东夷、徐夷、淮夷各分支的关系研究。
二、淮系文化内在异同的历史考古问题
(一)东夷、徐夷、淮夷:淮系文化构成的文献线索
根据历史文献线索，淮系文化自北而南大致由东夷、
徐夷、淮夷三大群系构成，由于这些族群历史上繁复的迁
徙、交融，学者间对其关系与区分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根据徐旭生的考证，东夷的分支目前可知的有太皞、
少皞以及蚩尤瑏瑨。《左传·昭公十七年》曰:“太皞遗墟
在陈”，今河南淮阳县境内。《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于有济之祀”。据
文献载少皞、蚩尤部落的活动范围均在今鲁西南地区。
《左传·定公四年》:“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因知
少皞墟在鲁，今山东曲阜一带。《逸周书·尝麦解》，“命
蚩尤于宇少昊”，因知蚩尤部即为少皞之地。
徐夷为嬴姓，《太平寰宇记》载徐祖为伯益，伯益为
皋陶之子。李修松认为，徐夷在夏以前为涂山氏，出于皋
陶长子伯益一族瑏瑩。徐旭生考证，徐夷周初在今山东南
部曲阜县附近，周宣王时期已经南迁到淮水附近，春秋时
期地望大致在“下邳僮县东南”，即今安徽泗县东北瑐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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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淮夷的由来，《诗·大雅·江汉》首章毛传曰:
“淮夷，东国，在淮浦而夷行也。”意为居于淮水流域的夷
人，其名因水而得。亦有学者认为，淮夷是东夷族群分迁
至淮水流域形成的。顾颉刚提出“淮夷本居潍水说”，认
为，“潍水即是古代的淮水，在山东半岛的西部，淮夷的
最早根据地就在那里，族名和水名出于一源。”①李修松
认为，早在夏之前，徐夷就由山东曲阜潍水一带迁居淮水
流域，在商代曾有包括徐夷在内的东、南、西、北四方淮
夷。其中东淮夷为山东境内的东夷土著;南、北淮夷分布
于今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地区淮河南北两岸;西淮夷为春
秋时期淮水上游及淮河以西汝、颍一带临近汉水流域的
江、黄、道、柏等嬴姓国②。还有学者认为，淮夷就是卜辞
中的“隹夷”，来源于东北的鸟夷③。淮夷的起源可谓众
说纷纭，但是学界均认为其活动的大致在淮水一带。张
懋镕认为，西周晚期淮夷曾由淮北向南迁移，被称为南淮
夷，并与江汉流域的南夷形成了强大的联盟④。
(二)淮系文化南北关系的考古学探索
根据文献研究，东夷、徐夷、淮夷的活动范围包括临
近汉水流域的淮河上游、汝颍流域的黄淮之间、淮河下游
的汶泗流域一带，南及江淮地区。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
与研究表明，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族群的迁徙、融合、扩散过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淮系
文化为核心的大文化区。
多位考古学者的研究均指出，淮河流域有着独立于
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石兴
邦就曾提出“淮海区”这一人文地理概念，将黄淮平原与
东方沿海地区划为东南文化系统⑤;70 年代苏秉琦提出
的“苏鲁豫皖”研究课题，强调淮河流域“可能存在一个
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存在着“与历史上的所谓‘徐
夷’、‘淮夷’有关的古代文化问题”⑥;在苏秉琦倡导的
“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上，很多考古学者也表示淮河流
域史前文化“有自己的源和流，有自己古代文明和发展
规律”⑦;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积累，在个案研究、专题
研究的基础上，高广仁提出了淮系史前文化大系的概念
及学术意义⑧，认为在淮河流域包括汝颍上游地区以及
汶泗流域的区域内存在一个独立的淮系史前文化大系，
并指出汝颍上游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不仅是海岱地区北
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淮系文化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还始终起着主源的作用⑨。这与东夷民族“遗
墟在陈”，后迁至海岱地区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而东
夷文化在淮河流域范围内的传播又与东夷族群向淮水一
带分迁以及徐夷、淮夷的形成相吻合。可以说淮系文化
大系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东夷、徐夷、淮夷等族群不断分迁
与融合的结果，通过对淮系文化各支系源与流的梳理可
以将东夷、徐夷、淮夷等族群之间以及其内部各支系的关
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淮系文化南北间关系与区别的考古学探索，以淮河
中下游地区“青莲岗文化”的争论最具代表性。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淮河下游南岸青莲岗遗址的发现以及苏南
苏北地区一系列遗址的调查及发掘，学界发现这片区域
有着不同于仰韶、龙山文化的文化特征，赵青芳提出了
“青莲岗文化”的命名瑏瑠，从而开始了以围绕“青莲岗文
化”命名及讨论为中心的淮河下游地区原始文化的研
究。蒋赞初认为青莲岗文化显然是在浓厚龙山文化影响
之下的一种江苏的土著文化，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或者可
称为“江苏龙山文化”瑏瑡。随后，青莲岗文化的内涵与范
围被不断扩大，尹焕章、张正祥提出青莲岗文化是长江下
游江淮地区及太湖地区一种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早于
良渚和湖熟文化瑏瑢;曾昭燏、尹焕章则将青莲岗文化的分
布范围界定为:“以江苏为中心，北到与山东接壤处，南
达太湖南岸，东到淀山湖以东，西到安徽南部”瑏瑣。
70 年代，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学者对青莲岗文化进行
了文化区系研究，大致将其分为江北(淮北)、江南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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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①。1977 年，朱江对青莲岗文化的命名提出质疑②;
吴绵吉也主张青莲岗文化的江北、江南两个类型的共同
因素并不是文化内涵的基本成分，只是局部的次要的因
素，南北不属于一个文化系统③;夏鼐亦认为:“就整个文
化面貌而论，是两种不同的文化。”④1980 年，严文明提
出青莲岗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属于一个系统，分布范围主
要在苏北鲁南，而苏南浙北则属于不同系统的文化⑤。
随着长江南岸的太湖和杭州湾周围马家浜文化—崧泽文
化—良渚文化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明晰，原先被
归入青莲岗文化的江南类型，逐渐脱离了青莲岗文化体
系。而北辛文化作为早于大汶口文化的一个考古学文化
被认识之后，青莲岗文化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分布范围
仅局限在淮河下游一带。进入 90 年代，一些学者又将原
本在淮河下游地区汶泗流域至长江下游地区这一空间范
围内讨论的青莲岗文化向西扩展，将学术视野开拓至皖、
豫、鲁三省交界处⑥;然而随着江淮东部地区一系列考古
工作的开展以及龙虬庄遗址的发掘，江淮东部地区的文
化面貌和序列得以解决，关于青莲岗文化的争论也逐渐
平息。然而，青莲岗文化的提出对于淮河流域原始文化
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邵望平评价该文化的提
出，“对于打破黄河、长江中下游只有仰韶、龙山这样一
种学术格局来说，无疑具有学术生长点的意义。”⑦
(三)淮系文化东西关系的考古学争议
淮河上、中、下游地区文化也存在着东西方向的相互
影响与交流，学界也开展了不同的讨论。
栾丰实认为裴李岗文化是汶泗流域北辛文化的主要
来源之一，裴李岗文化晚期，该文化的一支可能沿着淮河
北侧支流东徙，来到泗水中下游一带，与后李文化结合形
成北辛文化⑧;仰韶时代早中期，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
(包括淮河北侧支流汝颍流域)一直互有交流，且以中原
地区对东方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较多;仰韶时
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后段，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势力
衰退，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加强，进
而发展到人口迁徙。大汶口人的西进大潮不仅大大地拓
展了海岱文化区的范围，而且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发
展和夏王朝的形成，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贡献⑨。
张居中也认为贾湖类型(贾湖文化二三期)与大汶
口文化早期比较接近，大汶口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应该受
到贾湖类型的一定影响。贾湖类型向东的一支沿淮河各
支流东下，到皖中地区与北辛文化相遇，从而对北辛—大
汶口文化系统产生一定影响。大汶口文化中随葬龟甲等
现象，是裴李岗文化埋葬习俗的延续与发展瑏瑠。
杜金鹏通过对比，认为发现于颍水中上游和伊、洛下
游的大汶口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之主体与山东汶、泗流
域的大汶口文化类型十分接近，是大汶口类型的分支在
河南境内的一个地方变体，可称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
并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东夷族、华夏族，在颍、伊、洛地区
进行了一次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为中华文
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瑏瑡。
王迅提出，夏王朝时期，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与安徽
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都有着较多相似的文化因素，可
能存在着相互影响;斗鸡台文化中还存在着较多二里头
文化因素。商时期，山东潍西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深，典
型商式陶器、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甚多瑏瑢。
张敏将龙虬庄文化与周边诸原始文化进行分类与比
较，认为能最大限度满足其类比条件的是分布于淮河上
游的贾湖文化遗存。他指出龙虬庄文化与贾湖文化在生
产经济活动的方式、手工业经济以及埋葬习俗等方面都
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在陶器组合的某些器类上也有着较
为明显的演变规律。他推测龙虬庄文化中可能有一支在
全新世最高海面发生之后向淮河上游迁徙，路线大致是
从江淮东部经江淮中部，最终至淮河上游一带瑏瑣。
高广仁指出从田野考古可知，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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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或者说海岱东夷土著文化
有两次明显的退潮，从而使海岱区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除胶东半岛外，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历史文化区已基本
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之中。从宏观分析来看，早在二
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控制范围的鲁中南地区商文
化面貌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
北地区则呈现了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的复杂
文化面貌;而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则保持了较多的土
著文化传统。同时，殷人也有着龟卜、骨卜等与夷人相同
的习俗，有着殷夷同俗的现象。他认为商王朝向海岱区
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殖民，而是在新拓展的土地上推
行王朝礼制并迫使土著接受，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
成了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①。
正是由于以上对淮河流域南北间、东西间文化类型
的争议，为学界重视、研究“淮系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近年来，与淮河流域相关的学术会议持续召开②，学界在
淮河流域的环境与聚落变迁③、史前文化与文明化进
程④、原始社会经济模式等各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
些成果。陆勤毅指出，淮河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
区域，而其文化构成的基础和源泉，是淮河流域史前诸文
化的形成和发展，即淮系文化的早期形成过程⑤。
三、从淮系文化区系看群舒来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淮系文化在其形成的历史过
程中，是在以淮河流域为中心但又不囿于淮河流域的广
大区域内不断地流动、分迁、融合，其影响北至黄河流域，
南又与长江流域发生联系。根据历史文献为我们提供的
线索，群舒主要活动于江淮之间，大别山东麓至巢湖西
岸，即江淮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结合目前的淮系文化区
系研究，通过观察在淮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江淮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化来探讨群舒的来源。
已有研究表明，淮系史前文化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融合过程，可将其发展大致划分为如
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裴李岗文化晚期，部分裴李岗人后裔可
能沿淮河支流向东南迁移，在此过程中，一部分来到淮河
中游地区，发展了淮北石山子文化—后铁营类型，还有一
部分来到汶泗流域，吸收了泰沂山系北侧后李文化的部
分因素形成了北辛—大汶口文化。江淮西部地区这一时
期所发现的侯家寨一期遗存、蚌埠双墩文化均分布于淮
河南岸，与石山子一期文化内涵相近。邵望平指出“结
合江淮地区双墩文化的特征来看，贾湖—裴李岗文化的
影响已经到达了淮河南岸”⑥。可以说，江淮西部地区早
期文化是在贾湖—裴李岗文化的影响下催生的。
第二阶段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可能迫于良渚文化北
上，部分大汶口人西迁，在淮河中游地区形成尉迟寺类
型，在汝颍地区形成“颍水类型”。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不
仅到达了皖北，同时也影响到淮河南岸地区。这一时期，
江淮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已不局限于沿淮地区，在巢
湖流域、沿江一带也有分布，并与邻境地区文化交流活
跃。皖西南沿江地区的薛家岗文化与长江上游地区的屈
家岭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良渚文化都发生了互
动;环巢湖流域地区的大城墩一期文化遗存与鲁南苏北
地区大汶口文化交流较多，文化内涵有明显的相似性;巢
湖东部支流裕溪河流域的凌家滩文化与崧泽文化、薛家
岗文化也有诸多交流。江淮西部地区不仅是东西文化交
流的中间地带，也已成为了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文化呈
现了蓬勃发展的复杂面貌。
第三阶段为龙山文化时期，黄淮流域的族群与文化
加速融合，鲁西南、豫东、皖北交汇地带形成了龙山文化
王油坊类型，淮河下游的淮海地区与汶泗流域的龙山文
化内涵一致，江淮东部地区也发现了具有晚期王油坊类
型文化特征的遗存。王油坊类型被认为可能是东夷族群
的有虞氏文化⑦。有学者推测，江淮东部地区发现王油
坊晚期文化遗存，说明有虞氏向东南方向迁徙至江淮东
部地区，并推测可能的迁徙路线是沿颍水、西淝水、涡水、
浍水而下，越过淮河到达巢湖以北，然后向东到达黄海之
滨⑧。江淮西部沿淮地区也受到王油坊类型文化的较大
影响。巢湖流域的大城墩二期、古埂上层遗存则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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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受
王油坊类型影响较大的西古城三期文化表明这一族群的
迁徙也影响到了江淮西部的沿淮地区。
第四阶段为岳石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
受到了岳石文化的强烈影响，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中
所表现出的相同或相近的因素、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
夷夏关系在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①。这一时期，江淮西
部地区的主要遗存仍然主要分布在沿淮地区、环巢湖流
域区以及沿江地区。从文化内涵来看，江淮西部地区的
文化遗存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本地文化因素，同时也受
到了周边文化的影响。环巢湖流域区以及沿江地区体现
了更多长江流域文化因素，而沿淮地区如斗鸡台类型同
时受到了海岱地区以及豫南地区文化的影响，说明这一
地区成为夷夏交流的中间地带。
总之，早期淮系文化在淮河流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
颇为松散的淮系文化大系②，江淮西部地区也始终处于
这一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从裴李岗人东迁开始，这一地
区族群就与海岱地区、豫南地区的族群产生了密切的联
系。不迟于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区内所形成的以淮泗
地区淮夷文化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共同体、人们共同体的
后裔，即为“东夷”的由来③。东夷包括了“嵎夷”、“莱
夷”、“淮夷”等诸夷。“淮夷”即淮水流域的夷人，顾颉刚
认为，徐州之淮夷为“淮北之夷”，应指居住于鲁豫皖交
界处的一支淮夷。夏王朝与江淮地区夷人的互动亦非常
频繁，如“(禹)娶涂山氏之女”、“禹会诸侯于涂山”、“桀
奔南巢”等传说均说明了淮南之夷与夏王朝有着密切的
联系。东夷族群的势力曾一度十分强盛，太康时期，还发
生过“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等东夷人争夺王权的事
件。岳石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影响与夷夏关系的古
史传说大致相合，而同时受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影响的
斗鸡台文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淮夷文化④。由此可见，
史前时期，江淮西部地区就已成为淮系文化的一部分，至
迟到夏时，江淮西部地区的族群已属淮夷范畴。
商时期，江淮西部地区的文化遗存分布较为普遍，从
陶器看其文化来源主要为商文化、本地文化以及岳石文
化;从铜器看则几乎全为典型商式礼器。有学者分析认
为，淮河北岸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铜料来源于长江南岸的
铜陵地区⑤，江淮西部地区是商王朝腹地到铜陵等矿区
最便捷的通道。因此，学者推测为了打通这一资源流通
的要道，商王朝在江淮西部地区建立了若干据点，形成了
一种嵌入式的局部控制⑥。大量卜辞也记载了商王朝对
王畿东南的屡屡征战，江淮西部地区的淮夷国族见于文
献中的有巢、虎、英、六等。
西周初期，由于周公东征，淮泗地区的部分东夷族群
被迫南迁。除了徐国之外，一些嬴姓国族如江、黄也一同
沿淮西迁至淮河上游豫南一带。也有学者认为群舒等偃
姓国族亦是这一时期南迁至江淮一带的⑦。两周时期，
淮河沿岸以及江淮地区的嬴、偃姓国族结成了一个颇为
强大的淮夷集团。从考古学上来看，江淮西部地区在这
一时期呈现了强烈的本地文化特征，陶器以折肩鬲、曲柄
盉、折腹簋、折肩盆等为典型组合，铜器以盖鼎、曲柄盉、
折肩鬲等为典型组合。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地域范围、兴
衰时间均与文献所载群舒国族的地望及兴衰大致相合，
笔者认为可以基本将这一文化认定为群舒文化。
江淮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从肇始期就与淮系
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淮系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也深刻影响着这一地区。该地区是“群舒”活动的区域，
又始终处于淮系文化的影响范围内，因此群舒文化也可
被视为淮系文化的一个分支。从龙山时代开始，江淮西
部地区文化内涵凸显出较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发展至两
周时期的群舒文化也延续了江淮地域鲜明的特色。因
此，笔者认为，群舒族群并非由西周初年南徙的东夷或徐
夷分支构成，而应以本地土著居民为主。而这些土著居
民的组成与淮系族群密切相关，其源头并非仅始于文献
所记载的夏，还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安徽江淮地区
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11BKG004)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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